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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对非贫困户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蔡宇涵，黄洼，郑新业

［摘要］ 脱贫攻坚实现了对农村地区的整体改造。精准扶贫除对贫困人口带来直接影

响外，还通过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改善、社会资本积累和相对收入位置变化对非贫困人口产

生溢出效应。本文利用中国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库中针对非贫困户展开的调查数据，估

计了脱贫攻坚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脱贫攻坚产生了“贫困村效应”，

即贫困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整体提升，显著提高了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而贫困户

收入的相对增长能够促进农村社会资本积累，但同时会导致非贫困户相对收入位置下降，

分别产生正向的“邻善效应”和负向的“位置效应”。更换不同形式的变量和模型，结果依然

稳健。异质性研究显示，脱贫攻坚对不同收入水平的非贫困户的影响是不一致的。随着收

入的提高，脱贫攻坚的“贫困村效应”增加；而贫困户收入相对增长产生的“邻善效应”和

“位置效应”均对于中等收入非贫困户更为显著。综合考虑以上机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发现，脱贫攻坚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其中对高收入群体的提升作用最为

显著。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脱贫攻坚影响的评价维度，为全面准确地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总

体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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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脱贫攻坚是中国以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为瞄准对象开展的一项伟大实践。对于农村地区而言，

这不仅是贫困人口收人大幅增加、精神风貌焕然一新的过程，更是农村生产要素全面升级、人居环

境有效改善的过程，是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的过程。可以说，脱贫攻坚实

现了对中国农村地区的整体改造。 2013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有效解决了传统“大水漫灌”式减贫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针对性不

强、扶贫低质低效等缺陷（汪二贵和曾小攘，2018），中国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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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材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

国脱贫攻坚为世界减贫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大量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显著提

高了贫困户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李芳华等，2020），也有效地改善了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以及

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尹志超等，2020；陈吴等，2020；黄薇，2017），并在长期内能够避免脱贫

人口重新返贫（黄薇，2019）。

现有以中国精准扶贫或脱贫攻坚为主题展开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多以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然

而，从政策效果看，脱贫攻坚不仅实现了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也对农村的广大非贫困人

口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但鲜有文献从全局视角就政策实施如何影响非贫困人口展开研究。本文

基于如下原因聚焦非贫困人口：①从脱贫攻坚的政策实践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和实施了大

量惠及非贫困人口的普惠性政策，如村级基础设施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因而非贫困人口同样是脱

贫攻坚的参与者。②从中长期发展目标看，在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基础上，中国进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新阶段，朝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这一过程不仅聚焦低收入人口

和欠发达地区，更强调通过普惠性政策支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也意味着政策重心由贫困地区、贫

困人口向所有农村、全体农民逐步拓展。因此，考察政策实施对非贫困人口的影响，不仅是系统地评

估脱贫攻坚影响的重要前提，也能够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提供参考。

此外，从政策影响角度看，脱贫攻坚不仅提升了农材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①

产生了显著影响。分析和探讨“幸福感”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层面，个体效用水平是度量杜会

福利、构造综合社会福利评价体系的基础（欧阳萎，2010）飞从政策实践看，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

“幸福感”是重要的政策着眼点。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尽管收人或财富能够影响幸福水平，但

是其绝非唯一决定因素，因而直接使用收入水平作为“幸福感”的度量指标是不准确的（Kahneman

and Deaton, 2010）。评估政策效果时，有必要使用更综合的指标衡量人们的幸福水平。

本文以中国一个典型贫困县的非建档立卡户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库，

探讨脱贫攻坚对非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脱贫攻坚期间“因村精准施策”和“因人、

因户精准施策”使这一过程呈现“公共资源向贫困村倾斜”和“贫困人口收人相对（非贫困人口）增

长”两个主要特征。实证结果表明，这一政策体系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对非贫困人口产生溢出效应，并

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在行政材层面（简称村层面），普惠性政策能够通过提高生活

质量和促进收人增长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13.219岛）；另一方面，对于非贫困户而言，贫困户收

入相对增长能够同时增加其社会资本、降低其相对位置，分别产生正向的“邻善效应”(10.66%）和负

向的“位置效应”（－12.99%），但总体上会降低部分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收人异质性分析表明，随

着收人的提高，“贫困村效应”增加；而“邻善效应”和“位置效应”均对中等收入非贫困人口更显著。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归纳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对非贫困户产生溢出效应的可能机制，提出研

究假说，并介绍回归模型；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报告主要回归结果，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第四

部分对脱贫攻坚影响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机制和渠道进行检验并展开讨论；第五部分进行异质

性分析和影响机制分解；最后总结全文。

①根据N。”时（2011 ），“幸福感气Happin倒〉和“生活满意度气Life Satisfaction）具有等价含义，都用于衡量个

人“效用”cu山ty）水平。因此，本文交替使用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效用三个词语。

②从个体效用函数到社会福利函数，涉及个体偏好或个体效用的加总以及社会福利评价标准的选择等问题

（欧阳葵和王国成，2014）。由于本文聚焦政策对个体居民的影响，故未就以上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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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说与回归模型设定

1. 假说提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遵循。在脱贫攻坚中，为

保证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制定帮抉措施，各地政府以农户收人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

康等情况来识别贫困户，对每个贫困户建档立卡。被识别为贫困户的农户被称为“建档立卡户”，其

他为“非建档立卡户”（即“非贫困户”）①。根据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比例，结合当地基础设施和生产生

活条件的发展情况，部分整村发展水平较落后的行政材于 2014 年被识别为“贫困村”，其他行政村

为“非贫困村”气与国际大型减贫项目相比，中国脱贫攻坚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仅强调“因人、

因户”精准施策，同时重视“因村”精准施策，如因地制宜发展本地产业、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等。因此，

脱贫攻竖期间实施的政策可被归纳为“个人、家庭层面减贫政策”和“村层面减贫政策”。通过“精准

施策”，不仅贫困人口收人相对（非贫困人口）快速增长，而且公共资源向贫困村倾斜也使得贫困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非贫困村不断完善。而这些政策均能对非贫困人口产生影响。可以看出，

尽管以贫困人口、贫困地区为直接瞄准对象，但脱贫攻坚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政策实践，

带来了广泛的溢出效应，对整个乡村、全体农村居民都产生了多维度的深远影响。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重点关注政策实施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和效用水平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

表明，效用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人层面因素和宏观层面因素。个人层面因素包括年龄、健康水平

等人口特征，也包括就业、收人等因素。其中，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尤为复杂。研究表明，个人效用不

仅取决于自身收人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周围邻里、亲友或同事的相对收人（Frijters et 

al. , 2004; Clark and Senik, 2010）。另外，幸福感也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如信任感、社交网络

等密切相关（Leung et al.,2011 ）。宏观层面因素包括社会不平等程度（孙计领等，2018;Ding et al., 

2021 ）、经济增长（欧阳萎，2010）、文化观念（Diener et al. , 2002）、民主程度（陈前恒等，2014）和环境

质量（Brereton et al. , 2008; MacKerron and Mourato, 2009）等。综合考虑前述因素，本文将居民的效

用函数 u（·）表示为：

u=u(L,lnc ,Rine ,SC ,X,Z,E) 、
‘a
，
，

咱
E
A

，
，
．
、
、

其中，L 表示居民生产生活条件，Inc 和豆再J分别表示居民自身收人水平和参照组人群平均收

人水平，SC 表示居民的社会资本；X-.Z 和 E表示居民效用水平的三组决定因素，分别为个人、家庭

和地区特征变量。下面基于政策实践，从个体效用函数的决定因素出发，归纳脱贫攻坚对非贫困户

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

(1 ）渠道一：公共资源与“贫困村效应”。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与非贫困材相比，贫困村能够享受

村层面减贫政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这能够直接或间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本文将这一影响称

为“贫困村效应”。其中，直接效应主要来自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改善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具体而言，大规模农村电网（简称农网）投资实现了农村电力普遍服务，保障了农村居民生活用

①从组成看，农村居民包括“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其中，“建档立卡户”在被识别之后、脱贫之前被

称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简称“贫困户”），脱贫之后被称为“建档立卡脱贫户”（简称“脱贫户”），且继续享受

相关帮扶政策：“非建档立卡户”等价于“非贫困户”（或非贫困人口），不享受家庭或户层面的帮扶政策。因

此，在本文叙述过程中，将贫因户和脱贫户统称为“建档立卡户勺同时交替使用“非建椅立卡户，，和“非贫困户”

②在非贫困村同样可能存在一定比例的建档立卡户，而在贫困村也会存在非建档立卡户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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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卫生室、图书室等医疗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普及，提高

了居民生活便捷程度；美丽乡村建设，如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文娱设施等不断完善，极大程度美化

了乡村的人居环境。因此，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村层面减贫政策的实施可直接提高农村居民的

生活满意度。间接效应是指农村基础设施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间接提高居民的效用水平。

从基础设施的增收渠道看，村组道路、通村公路等农村交通设施能够加强偏远地区居民与乡镇中

心、县城等周边经济活动中心之间的联系，这与居民收入、就业、经济增长等密切相关（刘冲等，

2020; Fischer and Qaim, 2012）。与市场联系便利性的提升对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

农民和自营工商业居民，道路能够降低商品或产品的运输成本（Qin and Zhang,2016）；对于外出就

业的居民，交通基础设施则能够减少通勤时间及交通成本，或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其收入（汪

德华等，2019；刘晓光等，2015）。因此，短期内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务农收人、经营收入

或工资收人增长；而长期居民收入最大化选择可能导致其收入结构发生变化，表现为劳动力外流从

而务工收人增长务农收入、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可能会下降。除交通基础设施外农村电力技资能

够为农业生产技术提升提供电力保障，并通过电商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

农田水利设施能够满足农户灌溉需求，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提高农村居民务农

收入。作为效用水平的决定因素之一，收人或财富水平的绝对增长将提高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

上述分析表明，基础设施能够促进非贫困户收入增长，且这一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收入结构。短期内基础设施可能提高居民的务农收入、经营收入或工资收入；长期看则可能提高务

工收入，对务农收入、经营收人或工资收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从收人结构看，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①收人结构存在异质性。本次调查问卷依据收入来源把收

人分为务农收入、工资收人、务工收人、转移收入、经营收人和其他收人（如财产性收入）六类，并在

调查时列举了各类收入来源的具体内容。把样本家庭依据 2017 年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排序

并等分为 5 组， 1-5 组依次表示最低至最高收入组，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工资收人和外出务工

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随收人增加而上升，而务农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因此，

由于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相关，当基础设施通过不同渠道促进收人增长时，这一增收作用可能同样

表现出收人异质性。

由此，本文认为，脱贫攻坚影响

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第一种渠道 0.5 

为“贫困村效应”，即通过直接改善

居民生活环境和提高居民收入影响

非贫困户的效用水平。

(2）渠道二：社会资本与“邻善

效应”。通过“因人、因户”精准施策，

建档立卡户生活改善，能够以多种

方式直接改善与非贫困户的邻里关

系，提升非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和

生活满意度。本文将这一影响称为

“邻善效应”。这其中，在各类扶贫政

_... .... , / .... ”’ 

收 0.3 l ；；；－ · －卢.－ · － · － · · · － · － .. ,,, .. ，町、／’ ， ， ·~ ..... 
本｜了，／，、、、扩J

昆 0.2 ~←、一－－－~凡

0.1 -H －－~－＞ .. ＜！二二二二主、平坦当
,’ 冉冉………λ『··· ·· ＇＂ .. ：：.，－－：－：万＿.，＿~丰二’一一一

收入分组

｜＋务农收入十工资收入＋务工收入＋经营收入＋转移收入－·其他收入｜

图 1 非贫困户收入结构

①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仅为农村的非贫困人口，除强调“全体农村居民”外，此处及后文中出现的“农村居民”

以及“贫困村的居民”“非贫困村的居民”等均特指农村地区的非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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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下，贫困人口收人提高、支出F降，同时其信贷渠道拓宽、风险降低，能够有效减少低收入人

口的民间借款或除账等行为，产生“邻善效应”。大量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特别在其农村地区，信贷

市场发展落后，银行或保险公司等正规金融机构普及度较低（Ban叫ee and 趴illo,2007），信贷约束

问题非常普遍。此时，如果农村居民面临收入或消费冲击，非正式保险（Infoπnal Insurance）成为放松

资金约束的主要渠道能够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风险、平滑消费或减缓生产周转困难。民间借贷

作为非正式保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

的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分摊农户风险、满足农民资金需求的职能（杨汝岱等，

2011）。但是，与高收人农村居民相比，低收人居民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相对较

弱，因而更容易引发由借贷产生的民间纠纷。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能够降低穷人参与民间借贷

的概率和规模（尹志超等，2020），借贷引发的矛盾可能因此减少，从而邻里关系得到改善。

综上，本文提出脱贫攻坚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第二种渠道，即通过促进低收人人口减贫增

收，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 ），对非贫困户产生“邻善效应”。

(3）渠道三：相对收入与“位置效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除绝对收人水平外，个体相对于周

围人（如亲友、同事、邻居等参照组）的收入水平差异，同样能够对其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产生

一定的影响（Schalemhier et al. , 2020; Perez-Truglia, 2020）。关于相对收人对幸福感影响的探讨可以

追溯至“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或“幸福悖论”。 1974 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 R. Easterli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尽管在

一国的某个特定时期富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穷人，但长期看，人们的幸福感并未随收人增长而呈现

上升趋势。这意味着，财富水平的增长并没有促进居民幸福水平的持续提高。对“伊斯特林悖论”形

成机制的一种解释是“相对收人理论气该理论认为，尽管自身收人水平的绝对提升能够提高幸福

感，但若相对收入水平下降，或其在参考系中所处的“位置”（Position）下降，人们的效用水平也会因

此降低。这种相对位置下降对个体效用产生的负向影响被称为“位置效应”。

脱贫攻坚以来，与建档立卡户相比，非贫困户的相对经济位置在下降。这表明，脱贫攻坚政策可

能存在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第三种机制 即同村建档立卡户相对非建档立卡户收人水平迅

速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导致非贫困户在本村的相对（经济）位置下降，生活满意度因而下降。

综上，脱贫攻坚对非贫困户产生溢出效应的机制如图 2所示。据此提出：

假说 1：村级减贫政策会引起“贫困村效应飞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户生活便利性和生活环境，直

接提高非贫困户幸福感；另一方面，通过改善生产经营条件、降低交通成本等，提高农村居民收人，

并间接影响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

假说 2：建档立卡户收人水平增加，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提高，可能使得民间借贷行为以

及不法行为减少，并对非贫困户产生正向“邻善效应”

假说 3：建档立卡户收入水平增加从而经济位置提高，将导致非贫困户相对收入下降并产生“位

置效应”，表现为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建档立卡户收人水平的提高而下降o

2. 回归模型设定

这里构造回归模型，检验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实施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根据居民效用

水平的决定式(1）和本文的分析框架，脱贫攻坚通过建设村级基础设施、提高本村建档立卡户的收

入来影响非贫困户的生活条件、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相对位置，并进一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评价。

因此，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LS面=/30 +/31 Povert鸟币2li风十'{33Rlnc i+X:r+ei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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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政策的溢出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注：本文分析对象为非贫困户，“＋”和“－”表示相关政策或因素对非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其中，“＋”表示对

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为正“－”表示对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为负。

圄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LS 表示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评价。 Cummins( 1996）提出，个体的综合生活满

意度包括健康、生产力、亲密度、物质、安全、社区和情感七个维度。本文参考以上度量维度，通过问

卷调查获得受访者各个方面的生活满意度评价。

核心解释变量 Poverty 是反映受访者所在行政村贫困属性的虚拟变量。 Pove时＝1 表示受访者

所在村为“贫困村”，否则 Pove时＝0。使用这一变量的原因是，在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框架下，贫困

村与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投资、扶贫政策实施内容和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将 Poverty 作为

村层面减贫政策实施水平的代理变量①。 Inc 表示受访家庭 2017 年人均收人水平，用于控制居民收

人增长对生活满意度带来的收人效应。豆再J表示受访者所在村的建档立卡户 2017 年的平均收入

水平，其系数反映同村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影响。

控制变量X是一组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基本人口信息（性别、年龄、是否有配偶）、

受教育程度、2017 年就业情况及受访家庭前期（2014 年）收入水平。这些因素一方面与受访者当前

收入水平相关，另一方面能够对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控制这些变量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个人层面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

经验估计

1.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库。该数据库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建档立卡

－、

理想情况下，此处应该使用村级分类别基础设施技资数据以及描述其他村级减贫政策实施情况的统计数

据作为解释变量，但遗憾的是，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并没有获得足够相关投资及政策实施情况数据。对

于本文而言，使用 Poverty 可能导致基础设施、村居环境改善的效果被低估。原因在于，Poverty 实际上估计

的是仅针对“贫困村”实施政策的效果，而不包含对所有行政村普惠的减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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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据。这部分数据追踪统计了 X县建档立卡户自被识别年份起各年度基本人口信息、收入、土地

林地等自然资产等信息 二是非建档立卡户数据来自 2018 年笔者在X县开展的人户问卷调查①

该调查抽取了 X县 22 个行政村，共回收有效问卷 1077 份，整理得到 1077 个非建档立卡户共 3412

名个体调查数据。数据变量主要洒盖基本人口和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生活满意度评价飞兰是村信

息数据，主要包括各行政村耕地面积、灌溉面积等土地资源数据，以及 2014-2017 年各村总户数、

总人口数等人口信息。本文使用了行政村层面数据和非建档立卡户数据。考虑问卷涉及受访者主观

感受和认知，为保证问卷结果的质量，本文仅保留年龄在 14 岁及以上（能够正确理解问卷问题并作

答）且个人信息完全的样本，共计 2913 个。

(1）关于村层面变量。回归中，第一个核心解释变量Po阳ty是反映行政村贫因属性的变量o 从

行政村的贫困属性看，调研覆盖的 22个行政材包含 9个贫困材。有效样本中，来自贫困村的样本有

1068 个，来自非贫困材的样本有 1845 个。回归的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豆画J为 2017 年同村建档立

卡户平均收入。 2017 年样本村建档立卡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7438.45 元，其中，贫困村和非贫困村

的建档立卡户的平均收人分别为 8006.97 元和 6973.31 元。

(2）关于个人和家庭层面变量。本文基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来

自问卷调查。参考 Cum血ns(1996），调查了受访者对家庭经济、工作、自身健康、住房、社会生活、自

然环境、闲暇时间和公共物品建设八个方面的满意度。对于每个问题，问卷均提供“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和“100 分飞个选项，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式

(2）中被解释变量为各方面满意度评价的平均值，平均分为 74.68 分，最低分和最高分分别为 40 分

和 100 分。

表 1 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评价得分描述性统计

评价指标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经济状况 2913 74.4662 18.1151 40.0仪）（） 100.α）（）0 

工作状况 2913 74.3289 17.9735 40.0创）（） 100.仪）（）0

健康状况 2913 73.5805 18.3558 20.0仪）（） 100.α）（）0 

住房条件 2913 75.2763 18.3805 40.α）（）（） 100.α）（）0 

社会生活状况 2913 76.1826 18.1639 40.0仪）（） 100.α）（）0 

自然环境情况 2913 74.7065 17.9932 40.0α）（） 100.α）（）0 

闲暇时间 2913 75.6059 17.71但 40.0α）（） 100.仪）（）0

公共物品 2913 73.2784 20.0342 40.0α）（） 100.仪）（）0

平均生活满意度 LS 2913 74.6782 17.0595 40.0仪）（） 100.α）（）0 

2.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平均而言，贫困村的受访者对生活满意度的评

分比非贫困村样本高出 11.41 分。第（2）一（4）列的回归中加人个人层面变量X作为控制变量。第

(3）列通过在回归中添加受访家庭 2017 年人均收人 Inc 。 在此基础上，第（4）列进一步加入 2017 年

受访者所在村建档立卡户平均收人蚕豆证，来衡量相对收入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从Poverty

的系数看，在控制非贫困户收入后，这一系数略有下降，但仍显著为正，意味着除了收人效应外，贫

①需耍说明的是，调研对象仅为非建档立卡户，不包括建档立卡户。

② 除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支出信息为 2014 年和 2017 年外，其他变量均为 2017 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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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脱贫攻坚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影晌

变量
被解释变量：LS

(1) (2) (3) (4) 

Pooerty 11.4145*** 10.6750*** 10.6499*** 9.9254＊树

(1.1232) (1.0813) (1.0795) ( 1.1079) 

Inc 0.1670 0.8801*°' 

(0.1932) (0.2187) 

Rine -1.5160*** 

(0.3417) 

个人层面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913 2911 2911 2617 

R-s甲la:陀d 0.1040 0.1767 0.1773 0.1896 

注：个人层面变量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情况、2014 年家庭人均收入；括号内为豪类稳健标准

误；川、＊＊，＊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5%和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网。

困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非贫困户收入的系数为正，且在 1%统计

水平上显著，表明绝对收入提高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促进作用。从filn二厂的系数看，注意到若假说

2 和假说 3 成立，建档立卡户收人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建档

立卡户收入增长可能改善邻里关系对非贫困户产生正向溢出．但另一方面非贫困户相对收入下

降将通过“位置效应”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从而同村建档立卡户平均收入水平对非贫困

户生活满意度的净影响取决于两种作用的相对大小。结果显示，RinC的系数为－1.52，即平均而言，

建档立卡户收人的提高将降低同村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

3. 内生性问题

基准模型可能由于存在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而引起内生性问题。下面对此进行讨论。

(1 ）村层面遗漏变量问题及其处理。第一个内生性问题来自村层面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在基

准模型中，村级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行政村贫困属性Poverty 和建档立卡户平均收人Rh止。从Poverty

看，“贫困材”是否在 2014 年被识别为贫困村与当年整村发展水平有关①。尽管农村居民 2017 年的

生活满意度等主观感受不与其所在村是杏为贫困村直接相关，但行政村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因

素既可能对 2014 年本材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从而该村能否在当年被识别为贫困村产生影响，也可能

会对居民的主观感受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加人材层面村居自然环境变量，包括地形特征、人均耕地

面积、人均有效灌满面积、人均水域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控制自然条件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除自然

条件外，宗教、习俗等文化因素同样可能构成遗漏变量。考虑同一乡镇（街道）所辖行政村地理位置

相近，除自然条件外，文化条件也具有较高相似性。因此，本文通过控制乡镇固定效应，进一步处理

可能由不可观测或不易衡量的文化因素及其他自然特征所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

豆磊J同样为村级变量。这一变量与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可能同时受两类因素影响：一是自然

和人文环境等因素；二是脱贫攻坚过程中村级减贫政策实施力度和范围。对于前者，同样可以通过

加人材层面控制变量和乡镇固定效应进行处理．对于后者根据政策实际村级减贫政策与行政村

①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24 号），贫困村识别

原则上按照“一高一低一元”标准，即行政村贫困发生率（＝建档立卡人口／全村总人口x100%）比全省贫困发

生率高出 1 倍以上，行政村2013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0%，行政村无集体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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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贫困村”密切相关，而基准回归中加人了行政村贫困村属性 Poverty，因此，可以对村级减贫

政策造成的遗漏变量问题进行处理。

(2）个人层面测量误差问题及其处理。基准回归可能存在的第二个内生性问题来自收入变量的

测量误差。现有研究表明，此类由自我报告引起的测量误差与家庭规模、受访者个人特征、收人结构

等因素相关（Gibson,2。但；Al也ubaiti,2016），通过加入相关家庭层面控制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

这一问题进行处理（Sawada et al. ,2019）。因此，本文在回归中加人受访家庭常住人口、户主信息以

及 2014 年和 2017 年收入主要来源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调查不仅直接询问了受访者 2014

年和 2017 年总收人，还询问了受访家庭分类别收人，为收人变量提供了重复度量（Replicate

Measurements）。参考 Pina-Sanchez (2016）、Benjamin et al. (2012）的做法，本文使用模拟外推法

(Simulation-Exploration Method, SIMEX）进一步纠正由自我汇报和回忆引起的测量误差。表 3 报告

了基准回归中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第 (1 ）、（2）列逐步加入村层面控制变量和乡镇虚拟变量；第

(3 ）、（4）列对测量误差问题进行处理，其中，第（3）列进一步加人家庭层面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4)

列在此基础上报告了 SIMEX 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3 基准模型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LS

(1) (2) (3) (4) 

Poveny 20.1477*** 15.0105*** 11.1051 *** 11.1871*** 

( 1.3360) (1.3128) (1.2587) (0.8292) 

Inc 0.8752*** 0.6828*** 0.6985*** 0.6剧。”＊

(0.1988) (0.1695) (0.1468) (0.1055) 

Rine -1.7144*** -1.3865*** -0.8196** -0.7985*** 

(0.3987) (0.4108) (0.3887) (0.却70)

个人层面 是 是 是 是

家庭层面 是 是

行政村层面 是 是 是 是

乡镇（街道）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2473 2473 2472 2472 

R-s耶iared 0.4572 0.6875 0.749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其中，第(1)-(3）列报告聚类稳健标准误，第（4）列使用 BOOB＇田p 方法构造标准误。

四、影响机制分析

1. “贫困村效应”

根据假说 1，脱贫攻坚过程中，非贫困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便利性得到改善，对非贫困户的效

用产生直接影响。交通、水利设施建设和农网改造可能促进非贫困户的收入增长，并通过收人效应

间接影响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下面分别检验这两种效应。

(1）贫困村直接效应检验。通过将式（2）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受访者对不同方面的生活满意

度的评价，对贫困村直接效应进行检验。若该效应存在，则应观察到贫困村居民对村居环境和生活

条件等方面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表4报告的回归结果表明，尽管贫困村的非贫困户对生活各

方面满意度评价都显著更高，但两类村庄受访者对自然环境状况（见第（6）列）和公共物品建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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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贫固村直接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7) (8) 

变量 家庭经济 工作 自身健 住房 社会生活 自然环 闲暇 公共物品

状况 状况 康状况 状况 状况 境状况 时间 建设状况

岛时，η 9.9109*** 11.0681 *** 11.7643*** 6.9981*** 11.0813*** 12.3827*** 11.5701 *** 14.0655*** 

( 1.3467) (1.4779) (1.4176) (1.制41) (1.4620) (1.3891) (1.4853) (1.3652) 

Inc 0.8278*** 0.8295*** 0.7771*** 0.5405*** 0.7436*** 0.7949*** 0.6130*** 0.4614*** 

(0.1609) (0.1704) (0.1758) (0.1700) (0.1710) (0.1663) (0.1652) (0.1526) 

Rine -0.4262 --0.5217 -1.3952*** --0.8803* -0.7817* --0.9594树 -0.4824 -1.1099*** 

(0.4353) (0.4549) (0.4246) (0.4661) (0.4411) (0.4259) (0.4510) (0.41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472 2472 2472 2472 2472 2472 2472 2472 

R-s甲2缸ed 0.7佣5 0.7067 0.6832 0.6584 0.6820 0.6950 0.6739 0.7433 

注：控制变量包括所有个人层面、家庭层面、行政村层面控制变量以及乡镇虚拟变量，以下各表同。

（见第（8）列）满意度的评价差异更大，表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及扶贫政策可能改善了材工作条件和

生活环境、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提高居民的效用水平。

(2）贫困村“增收效应”检验。构造回归模型（3）来估计和检验贫困村对非贫困户收人的促进作用：

Inc；；＝β。币1Pooertyi +{12 L时却14,;;+Z；γ句句 (3) 

其中，解释变量 lnc'lDI4,iJ为受访家庭 2014 年收入。由于收人水平为家庭层面变量，以户为单位

进行分析。Z;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层面、村层面控制变量及乡镇固定效应。卢1表示在 2014 年户

均收入及其他家庭特征相同的情况下贫困村的平均“增收效应”。表5 第(1）列报告了估计结果。贫

困村变量 Poverty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脱贫攻坚期间贫困村居民的收

人水平增长豆快，为假说 1 提供了证据。考虑基础设施对不同来源收人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且不

同收入水平的非贫困户收入结构存在差异（见图 1），本文通过按收人水平分析和按收入结构分析进

一步验证和估计贫困村相关政策实施的增收作用。

按收人水平分析。本文在式（3）中加人 Poverty 与家庭前期收入 lnc2014 的交五项，用于估计增收

效应的收入异质性。交互项系数表示 2014 年收人水平相同时贫困村与非贫困材受访家庭收入增幅

的差异：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脱贫攻坚期间贫困村受访家庭的收入增幅更高。表5 第（2）列的结果

显示，交互项系数为 0.1155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增收效应存在收人异质性：基础设施建设可

能促进较高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增长，而对于低收入家庭，增收效果并不显著。需要说明的是，2014

年非贫困村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已经比较完善，且脱贫攻坚期间仍有非扶贫财政资金和少

量扶贫财政资金投人非贫困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以 Poverty作为基础设施投资代理变量，可

能低估基础设施对非贫困户收人的作用。

按收人结构分析。仍以 Pooerty 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代理变量，通过式（4）对受访家庭做收入结

构分析，并讨论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

η＝＃。币1Povertr；＋β2Y'1fJ14川δ1Povert鸟×:Y'1fJ14，西十βVnc2014.ij +Z;γ+eij (4) 

其中，被解释变量均表示受访家庭 2017 年各类收人水平，依次取务农收入、工资收入、务工收

人、转移收入、经营收人和其他收人；解释变量 Y2014表示 2014 年该家庭对应分类收人。交互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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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1反映样本家庭的分来源收人的变化情况o ~务农收入为例，81表示脱贫攻坚过程中，贫困村与非贫

困村中非贫困户务农收人增长的差异。本文通过矶的符号及显著性判断村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非

贫困户不同来醺收人的影响。表 6报告的回归结果表明，在 2014 年收入和家庭基本情况相似时，贫

困村非贫困户的务工收入和经营收人相比非贫困村显著提高；另外，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居民的务农

收人和工资收人均有所增长，其中，非贫困村居民略高于贫困材，但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不显

著①。以上结果表明，非贫困村的增收效应可能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以及与县城等周边经济活动中

心联系的加强来实现。

表 5 贫困村“增收效应”检验

变量
2017 年非贫困户收入 Inc

(1) (2) 

Poverty 0.8328** -0.四34

(0.3604) (0.3942) 

lnc7!J14 0.9371*** 0.8828*** 

(0.0姐的 (0.0378) 

Pooe咐xl11C7!J14 0.1155*** 

(0.04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943 943 

R-s罕iared 0.8556 0.8582 

表 6 基础设施对非贫困户收入的伟用分析

被解释变量y

变量 务农收入 工资收入 经营收入 务工收入 转移收入 其他收入

(1) (2) (4) (5) (6) (7) 

Ylllt4 1.0082*** 1.1347*** 0.9036”* 0.9055*** 0.9959*** 0.9954*** 

(0.0338) (0.2067) (0.0308) (0.0271) (0.0070) (0.0047) 

Pove呻'XYlllt4 -0.0017 -0.0508 0.1087*** 0.1014*** -0.0438 0.1367 

(0.0414) (0.0928) (0.0412) (0.0351) (0.0526) (0.17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43 943 943 943 943 943 

R-s甲iare 0.9430 0.9134 0.9720 0.9170 0.9910 0.9786 

2. “邻善效应”

假说 2是指脱贫攻坚中，困户精准施策通过帮助建档立卡户增收减支或提供金融支持，提高低

收人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并对非贫困户产生“邻善效应”。对于这一假说，本文提供两种检验思

路：①验证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随“建档立卡户抗风险能力提升”而提高为假说2成立提供初步证

据；②更换模型或变量，通过异质性分析，验证建档立卡户收人增长能够提高部分（或在特定情境下

①结合研究假说部分对贫困村增收效应的讨论 务农收入与工资收入的变化情况可能是由于交互项系数δ1

低估了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也可能是贫困村部分劳动力外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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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来论证“邻善效应”的存在。

(1）加人建档立卡户收人结构变量。收人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建档立卡户应对风险的能

力。一般而言，农村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相对稳定，随天气或政策变化而发生大幅变

动的概率较小。此类收人比重越高，表明农村居民抵御风险能力越强（Piya et al.,2012）。本文基于

数据库中贫困人口收人数据，计算各村建档立卡户收人中上述“稳定收入”的平均占比 SR，并在基

准模型中加入这一变量进行分析。若假说2成立，非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随同村贫困人口稳定收

入占比增加而提高，SR 的系数为正。根据表7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SR 系为数 0.35 ，且在 1%水平上

显著。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

(2）更换模型或变量，并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借助非贫困户借贷行为变量，构造含借款行为变

量的交互项模型检验假说2。其逻辑是：如果“邻善效应”存在，则随着建档立卡户收入水平提高和民

间借贷行为改善，对于平时会借款给他人的居民，其生活满意度可能会因此提高。而这一影响对于

平时没有借款行为的居民则相对较小。定义对外借款行为虚拟变量 Debt，当受访者平时会借钱给他

人时 Debt=l ，否则 Debt=00 这一变量来自问卷调查。

本文在回归中加入Debt 及其与豆fuC的交互项，通过对式（5）进行估计，分析建档立卡户收入变

化对不同对外借款行为人的异质性影响z

LS；；手。+{31Pooeπ'YJ币2/nci鸭Rh时 j哺4Debti f15Debtj xRlnc j +X，..，，＋，乌（5)

回归中值得关注的是交互项系数δ 的符号及显著性。δ反映两类居民生活满意度随建档立卡户

收入提高而变化的差异，若假说2成立，那么交互项系数应显著为正，表明对于有对外借款行为

(Debt=l ）的人，其生活满意度随建档立卡户平均收入增加而提高。反之，如果这一渠道不存在，那么

建档立卡户收人增长对两类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回归结果中表现为

交互项系数不显著。综上，若建档立卡户增收具有“邻善效应”，则应有δ＞0，否则 δ＝0。此外，这里同

样关注模型加入交互项前后，建档立卡户平均收人亘古止的系数践的变化情况。如果假说 2成立，则

表明在不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中A包含了建档立卡户收人提高对非贫困户效用水平带来的正向

影响，通过交互项进行控制后，系数β3应有所下降。

表 7 第（2）列和第（3）列依次是在基准模型中仅加入借款行为变量 Debt 和进一步加人交互项

的回归结果。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加入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8=2.62，且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

显著。进一步对比两组结果中 2017 年同材建档立卡户平均收人豆而J的系数可以看出，β3 由－0.58

下降至－2.45，同时显著性上升。上述回归结果预期相符，验证了建档立卡户收入提升后，其借贷行

为可能有所改善，并由此对非贫困户产生正向“邻善效应”。

在对上式回归结果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将式（5）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受访者的社会资本

进行分析。社会资本表现形式十分多样，如社会网络、信任、关联等。其中，社会信任感是社会资本最

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通常用于度量个体的社会资本（Ram,2010）。根据假说2，若居民借贷行为和

不当行为改善，则能够改善邻里关系，提升同村村民社会资本，表现为非贫困户对邻里的信任感提

高。为获得受访者的信任感评价，问卷提供以下表述：“亲戚是值得信任的”，并提供“0分”（即完全不

同意）“20 分”“40 分”“60 分”“80 分”和“100 分”（即完全同意）6个选项。问卷以相同形式进一步调

查受访者对“同村居民”“外村居民M陌生人”“村干部”及“乡干部”的信任感。为检验假说2，把以上

各类信任水平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式（5）进行估计。此时，被解释变量均为有序、离散变量，故本

文使用Ord.er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这里关心的是建档立卡户平均收入RinC及其与 Debt 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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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7 “邻善效应”检验

变量
生活满意度LS

(1) (2) (3) 

Pooerty 9.3768*** 10.6634*** 11.0556*** 

(1.2266) ( 1.2337) (1.1874) 

Inc 0.5佣？” 0.7024树＊ 0.7166*** 

(0.1371) (0.1470) (0.1479) 

Rine -1.7296*** -0.5840 -2.4466*** 

(0.4702) (0.3708) (0.4075) 

SR 0.3507*** 

(0.0766) 

Debt 6.1730*** -13.8947*** 

(0.8045) (3.0332) 

DebtxRlnc 2.6152*** 

(0.43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2473 2473 2472 

R-squared 0.7579 0.7640 0.7744 

的系数。

表 8 为回归结果。从交互项的系数可以看出，随着同村建档立卡户平均收人增长，相比没有借

款行为的居民，有借款行为的居民对其他人的信任感评价增加，其中，对亲戚和同村居民的影响更

为显著，对外村居民和陌生人的信任感影响相对较小。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说2，表明建档立卡户收人

增加可能改善借贷行为并产生“邻善效应”。此外从豆再J的系数看对于没有借贷行为的非贫困户

(Debt=O）而言，同村建档立卡户平均收入提高更有可能导致其对亲戚及其他同村居民的信任感降

低，对于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信任感也有所下降；但建档立卡户平均收入提高对于非贫困户对外村

居民或陌生人的信任感影响较小。这一影响可能是“位置效应”的结果（Fischer and Torgler,2006）。

本文将进一步对“位置效应”进行讨论和说明。

表 8 建档立卡户增收的“邻善效应”与社会资本

亲戚 同村居民

(1) (2) 

Poverty 6.9031*** 8.5463”事

( 1.0201) (0.9250) 

Inc -0.0037 0.1153** 

(0.0516) (0.0525) 

Rine -0.9884＊＊事 -0.9631＊＊事

(0.2155) 

DebtxRlnc 0.8971*** 

(0.1719) 

控制变量 是

样本量 2472 

注：使用 Ordered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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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4) 

0.5571*** 

(0.1577) 

是

2472 

被解释变量：信任感

外村居民 陌生人

(3) (4) 

4.5231 *** 2.2089*** 

(0.6057) (0.3659) 

0.0376 0.0155 

(0.0438) (0.0370) 

-0.4818”* -0.3379树＊

(0.1409) (0.1190) 

0.2834** 0.4668*** 

(0.1350) (0.1211) 

是 是

2472 2472 

村干部 乡干部

(5) (6) 

4.6241＊树 4.9372*** 

(0.5458) (0.4993) 

0.1204*** 0.1071*** 

(0.0407) (0.0413) 

-1朋74”＊ -1.0067树＊

(0.1458) (0.1322) 

0.4654”* 0.4310*** 

(0.1415) (0.1330) 

是 是

2472 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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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I位置效应”

假说 3 意味着脱贫攻坚过程中 非贫困户相对同村建档立卡户平均收人下降会产生“位置效

应”，导致其满意度下降。基准回归结果和表 8结果表明，平均而言，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随建档

立卡户平均收入提高而下降。然而，从调研实际看，这一影响可能并非来自非贫困户相对位置的变

化，而是来自部分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引致建档立卡户自愿或非自愿挤占非贫困户的医疗、教青等资

掘。例如，为解决建档立卡户“看病难”问题，县级医院为建档立卡户开放绿色通道，为建档立卡户提

供优先就医的机会。这一举措在保障建档立卡户能够充分享受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导致县级医院存

在床位紧张等现象，非贫困户医的疗费源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占”。“资源挤占”同样可能导致非贫困

户的生活满意度下降。因此，为进一步论证假说 3，本文提出以下检验思路：若存在“位置效应”，则

非贫困户相对同村建档立卡户平均位置下降越多，生活满意度下降幅度越大；反之，如果建档立卡

户平均收人变化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的影响完全由“资源挤占”引起则观察不到显著的位置变化

异质性。

为此，定义非贫困户所在的收入“位置”。基于调研数据，以户为单位分别计算 2014 年和 2017

年受访家庭人均收人在本村全部样本中所处的百分位 并将这一变量定义为非贫困户的位置

Pos拙，即：

Pos9, =F(Inc;;, )=lOOxPr(incomei• ~Inc非） (6) 

其中，F （－）表示受访者所在村非贫困户收入水平的累计分布函数，Inc杭表示受访家庭人均收

人，income；，表示同村其他受访家庭人均收人水平川＝2014,2017。基于这一定义，可以进一步计算各

村建档立卡户平均收人在本村非贫困户收人中的百分位排位画忘却14 , j 和面忘却17 .；，以及非贫困户

2014-2017 年相对建档立卡户位置变化。

将样本根据位置变化幅度分组。为在检验假说的同时保证组内样本量充足，本文按相对位置的

每 10 个百分位变化分组。例如，将相对位置变化范围在［－125 ,-115）百分位的样本分为第一组，变

化范围在［－115 ,-105）百分位的样本分为第二组，以此类推。按分组设置虚拟变量：当样本位于变化

区间内时，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 使用非贫困户相对位置变化替代建档立卡户收人平均变量

豆币二一，以位置变化在［－5 ,5）区间内的样本作为基准组，本文估计不同位置变化下非贫困户“位置效

应”的程度。另外，本文在回归中也控制了非贫困户内部绝对位置变化的影响。图 3呈现了位置变化

不同幅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①。可以看出，与基准组的样本相比，相对位置提高能够提升非贫困户

的幸福水平，而相对位置下降则使得生活满意度显著下降，且位置变化幅度越大，影响越显著。这表明

“位置效应”与相对位置的变化相关，验证假说 3成立。

五、收入异质性分析与影响机制分解

1. 收入异质性分析

对脱贫攻坚政策影响进行收人异质性分析能够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这

里仍然把受访家庭按人均收人水平等分为 5 组，并对式（5）的交互项模型进行分组回归。图 4(a）一

(d）均为分组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提高，“贫困村效应”“溢出效

应”和“位置效应”均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

①相对位置变化在［－200,-105）百分位的样本数量仅为 1，且没有样本相对位置变化在［40,200）百分位，因此

回归中没有考虑上述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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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3 “位置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组｜可 β1 的系数变化可以反映贫困村直接效应随收入的变化趋势。根据图 4（时，随着非贫困户

收入提高，贫困村直接效应整体呈增长趋势，表明生活便利性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能够使高收

入居民更多受益。这可能是由于高收人群更在意生活质量因而环境改善能够给其带来更多的效用

增进；也可能是由于村内高收入居民有更多机会充分利用村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如有充裕时

间使用村内文娱设施，并从中实现更高的效用水平。 β2用于衡量收入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即

收入效应。从图 4(b）看，低收人组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效应较高，而高收入居民的效用对于收入变

化的敏感程度较低。这可能是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结果。

图 4(c）为分组回归中豆而J的系数，用于衡量位置效应的大小。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建档立卡户

收入增长对中等收入组样本生活满意度所引致的负效应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高收入者而

言，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并不会改变其在本村的相对位置；对于收入较低的非贫困户，其生活水平

和收入水平在脱贫攻坚之初并不显著优于建档立卡户，而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也不会导致其在村

中所处位置发生变化，因此，高收入和低收入的非贫困户“位置效应”较小。但是，脱贫攻坚可能使得

部分中等收入非贫困户相对位置下降 因而对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所导致的自身位置变化更加

敏感。

使用农村居民借款行为变量 Debt 和豆而J的交互项系数 δ 检验建档立卡户收入水平提高引起

的“邻善效应”，δ＞0 表明“邻善效应”存在。根据图 4(d），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建档立卡户收人增长

的“邻善效应”更高，但这一效应对高收入组居民（第 5 组）的影响反而较小，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高收

入居民收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低，因而对借款行为的敏感度也相对较低。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无法

直接衡量受访者的邻里关系，此处只能使用交互项系数 8 估计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对有借款行为

的居民产生的“邻善效应”，而无法估计建档立卡户收人增长对其他农村居民的影响，因此可能会低

估该效应的规模。

2. 影晌机制分解

本文已经验证了脱贫攻坚能够通过“贫困村效应”“邻善效应”和“位置效应”对非贫困户的生活

满意度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影响的规模进行估计有助于理解不同效应如何决定非贫困户

的生活满意度，以及测算脱贫攻坚的净影响。

影响机制分解结果如图 5 所示。为便于比较 将各组样本生活满意度的边际预测值标准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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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影晌机制分解结果

高 13.219毛和 10.669岛。但是，“位置效应” 注：机制分解过程中，参考 Heckman et al. (2013），将符号异常且统计学
导致的效用损失不容忽视。对于全样 和经济学意义上均不显著的系数设置为 0。

本，建档立卡户的收人增长将导致非贫

困户幸福感平均降低 12.999毛从而使得脱贫攻坚对非贫困户幸福感的净影响降低至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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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收入异质性的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对不同收入组的影响机制进行分解。其中，对于最低

收人组的非贫困户，“位置效应”造成的效用损失很小（－1.41%），但生活环境改善带来的效用最低，

仅为 2.08%；增收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收入组 2 和收入组 3 的非贫困户，负向的“位置效应”过

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贫困材效应”和“邻善效应”对生活满意度提升的作用。这两组样本的平均

净效用增幅分别为 6.58%和 7.71%。而对于高收人组而言，脱贫攻坚显著提升其效用水平。从机制分

解结果看，这一效用增进主要来自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便利程度的提高；尽管建档立卡户收人的

相对提高同样会降低高收人非贫困户的幸福感，但这一影响相对中等收人组较小；此外，横向比较

结果表明，贫困村的增收效应对高收人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最大。

以上机制分解表明，尽管平均而言，脱贫攻坚将提高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但这一影响存在

较太的收入异质性。高收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能够通过“贫困村效应”和“邻善效应”得到显著提升，

但是中、低收人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受“位置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大，从而净效应增长也相对较低。

这一结果意味着，脱贫攻坚可能会导致或加剧不同收人非贫困户的“幸福不平等”。

六、结论

脱贫攻坚是中国瞄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开展的一项伟太实践，显著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生活

水平的同时，也对农村非贫困人口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库数据，

着眼脱贫攻坚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探讨了其中可能的机制并分解了不同机制的贡献。

本文发现：在中国脱贫攻坚政策框架下，村层面减贫政策显著提高了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

而建档立卡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降低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机制分析表明：村层面减贫政策存在

“贫困村效应”，通过改善生活环境和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提升了非贫困户的效用水平。贫困人口收

入增长、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提升，对非贫困户产生正向“邻善效应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

显著提高，导致非贫困户相对收人下降并产生“位置效应”，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因此下降。对主

述影响机制进行分解，结果显示，“贫困村效应”和“邻善效应”分别使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提高

13.219岛和 10.669岛。但是，“位置效应”会导致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降低 12.99%。本文研究结论表明，

脱贫攻坚不仅显著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也提升了非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在实现农村居民幸

福感普遍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可以说，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共同富裕

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经验。

然而，目前受限于更丰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此次调查的样本仅覆盖

非建档立卡户，而不包括建档立卡户，从而无法获得建挡立卡人口的主观态度数据，因此，无法对脱

贫攻坚对不同人群的异质性影响进行研究。此外，全国各地乡村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长期

以来形成的文化和观念相异，使得各地脱贫攻坚的基础、条件、约束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有所差

异。因此，现阶段还无法从全国层面进行政策评价，或对政策效果的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和讨论。此

外，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本次调查开展时间是 2018 年，这一时期是各地对建档立卡户定向帮扶强度

较大的时期，可能对农村其他公共资源供给产生了一定的“挤出”。若该挤出存在，则意味着 2018 年

之后，当扶贫资源在保障贫困家庭大规模脱贫的基础之上更多投人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时，将通

过提升居民生产生活便利性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包括非贫困人口在内的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因

此，本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脱贫攻坚对农村居民效用提升的作用。

尽管如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实

现共同富裕提供一定参考。从政策影响看相比低收入非贫困户高收人居民有更多机会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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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公共资源，并从中获得更高的效用；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对高收人居民产生的“位置效应”很小，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效应造成的效用损失。上述结果表明，脱贫攻坚可能会使得高收入居

民更多享受减贫政策红利，并导致非贫困户内部产生“幸福感不平等”。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基层政

府需要对此予以足够重视，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

脱贫攻坚在有力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同时可能导致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边缘户”陷入

相对贫困处境，但元法享受个人或家庭层面的帮扶政策。其后果是，可能加剧建档立卡户与非建档

立卡户之间的矛盾，构成农村发展过程中新的不稳定因素。针对这一潜在问题，在统筹推进乡村发

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充分利用脱贫攻坚期间的产业基础和公

共资掠，为收入相对较低的“边缘户”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对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户，制

定减贫政策的动态退出机制，对已经通过就业创业实现收入可持续增长、收人来源稳定、返贫风险

极低的脱贫户，应当逐步“脱政策飞实现扶贫资源的动态化管理和充分、有效率利用，避免资源浪费。

本文结论再次验证了收人关乎人民福祉，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在缓解相对贫困、缩小农村地

区收入差距的同时，应补齐脱贫攻坚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非贫困村“短板”，通过促进村际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公共资源、享受公共服务；坚持

共建、共享、共治，乡村建设过程中尊重群众意愿、昕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利益；发挥人民主体作

用，组织农村居民亲身参与、推动乡村振兴，在长期内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十

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和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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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 Study Based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Non-Poor Households 

CAI Yu-han1 J HUANG Ying1 J ZHENG Xin-ye1·2 
(1.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P因，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甜act: Pover可 alleviation has sign自cantly improved 也e conditions of Chi皿’s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to 

enhancing poor people ’s well-beings and eliminate poverty in poor are邸，即 Targeted Pov臼ty Alleviation (TPA) 

policy package genera阳 large spilloveI冒出且.t have an impact 口n non-poor households 血rough varioilll mechanism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non-poor households h 也e Micro Tracking Database of Poor Popula咀ons，由is study 

estimated 也E impact of pover可 alleviation in China on non－萨）（）r residents ’ life satisfaction. 咀E results show that 

由e policy package have produced a “ poor village” effect, in 也at the village-level polices U鸣eted at poor villages 

improved 血E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increased 血E income of all residents in 由ese villag饵，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ife sa世sfaction of non-poor households. Meanwhile，也e income increase of 

poor households improved the social capital of non-poor hou田hol也，皿d 由四 had a positive “ better neighborhoods 

effect”。n non－阴阳 households ’ life satisfaction. However, the lower income gap between non-poor households and 

萨）（）r households caused a negative position effect on non -poor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由at 由ose effects were different for households wi由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e positive “ poor village 

effect” was higher for high-income non-poor households. However, the po且itive effect brought by increased social 

capital and the n鸣：alive 凹sition effec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middle - income non －阴阳 households . 

Considering the total im归.cts of all these mechanisms ,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can sign出candy e曲曲曲曲e

life satisfaction of non －萨）（）r households, especially for high-income groups. 哑Iis study expands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evaluating the 

overall effect of 出E TPA strategy.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non-poor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capital; posi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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